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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影响土壤毒性的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因素,列举陆生与水生生物评

价方法(植物法、动物法和发光细菌法等),陆生生物评价方法成熟、操作简单;水生

生物评价方法测试时间短、成本较低。 生物评价可科学判定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的长

期影响,为理化评价重要补充。 需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矿区土壤环境进

行科学、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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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iotic and abiotic factors in soil toxicity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errestrial and aquatic biological evaluation methods
(plant method, animal method, luminescent bacteria method, etc. ) by using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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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pproach. Terrestrial biological evaluation method is more mature and easier to
operate while the aquatic biological evaluation method takes less testing time and lower
cost.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physical and chemical evaluation, biological evalua-
tion can assess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pollutants on the ecosystem scientifically. It is nec-
essary to evaluate the soil environment of mining area scientif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all kinds of factors.
key words:mining and metallurgy area;heavy metals;ecological toxicity

0　 引　 言

土壤是重要的自然资源,随着工业化不断发

展,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1-6]。 矿山冶炼过程

中产生大量废水、废气和废渣对周边土壤环境造

成严重破坏,重金属不断累积可导致其肥力下降,
农作物、地下水等被污染,直接或间接危害人类身

体健康[7-11]。 对于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受生物多

样性、污染物复杂性等影响,理化评价较难全面而

科学地反映其污染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而生

物评价可较好实现这一目标,为理化评价重要补

充[12]。 K. Radlińska[13]利用介形类、燕麦、莴苣等

对某冶炼厂进行生态毒理学评估;徐恒蒲[14] 利用

发光细菌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生物毒性进行快速检

测;王兴明[15] 采用蚕豆(Vicia faba L. )早期生长

及微核实验评价淮南某煤矿土壤生态毒性,表明

微核代表的生态毒性评价是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

的有益补充。 重金属污染物对土壤生态毒性效应

研究已逐渐成为污染生态学和生态毒理学研究最

活跃的领域之一[16-18]。 本文从非生物、生物因

素、微生物和土壤酶等方面阐释其对土壤生态毒

性的影响,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生态毒性评

价方法,并就如何科学选择评价方法开展分析,为
科学有效评价矿冶地域土壤重金属生态毒性效应

提供借鉴与参考。

1　 影响土壤生态毒性的因素

1. 1　 非生物因素

1. 1. 1　 土壤 pH 值

　 　 土壤 pH 值被描述为“土壤的主变量”,它影

响着土壤生物、化学和物理性质,同时影响土壤重

金属可利用性[19]。 随着土壤 pH 值的增加,土壤

中黏土矿物、水合氧化物和有机质表面负电荷增

加,增强了土壤的吸附能力,导致重金属的积

累[20]。 杨秀敏等[21]利用海泡石作为吸附土壤重

金属离子的改良剂,降低了重金属可交换态的浓

度,使其转化为结合态与残渣态等不可利用形态。

夏运生等[22]研究揭示 Cd 的生物有效态含量在土

壤 pH<6 的状况下,随其升高而增加,土壤 pH>6
时,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
1. 1. 2　 土壤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是指土壤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含

碳有机化合物,尽管其含量只占土壤总量很小一

部分,但它在评估土壤肥力、环境保护及农林牧业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作用。 土壤中重

金属迁移转化、生物有效性等会受到有机质与重

金属元素形成络合物的影响[23]。 一般来说,有机

质含量与有机质结合态重金属含量呈正相关,与
可溶态和碳酸盐结合态含量则为负相关。 因此,
合理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可降低重金属的生物有

效性。 李小飞等[24]开展盆栽和田间实验发现,施
加生物有机肥后,土壤有效态 Cd 含量随着有机

肥的添加而降低,从而抑制了水稻对 Cd 的吸收。
黎大荣[25]揭示蚕沙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且其

与重金属弱酸提取态呈负相关。
1. 1. 3　 重金属赋存形态

不同赋存形态的重金属具有不同生理活性和

毒性,其在水溶态、交换态的活性和毒性最大,其
他形态次之,残留态最小。 重金属化学形态决定

了其在土壤中的迁移规律和对生物的毒性大小。
对于同一金属,可溶性盐的毒性大于不可溶

性盐[26]。
1. 2　 生物因素

不同生物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敏感性不同。
J. Hou[27]研究表明生菜对 Cr 污染土壤敏感程度

高于玉米。 蚯蚓是土壤重金属环境监测常用的指

示生物,其蠕动能够增加土壤孔隙度,自身的取食

活动及体表黏液可活化和富集土壤重金属[28]。
线虫被用来评估重金属污染对土壤有机物降解系

统的影响,线虫比蚯蚓对环境的变化反应更敏感。
微生物通过各种代谢活动影响土壤重金属溶

解与沉淀。 微生物产生的低分子有机酸与土壤重

金属化合物发生反应来影响重金属的溶解与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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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29]。 例如土壤中一些细菌和真菌通过各种作

用(如溶解、沉淀、络合和氧化还原反应)改变其

中重金属的生物利用度,降低重金属对植物的毒

性作用。 崔雨琪等[30] 研究发现一种有机酸真菌

Y9(黑曲霉)具有较高的重金属耐受性且产生小

分子酸的能力较强,利用该菌的这些属性可有效

浸出土壤重金属。 芽孢杆菌可大量生成有机酸、
蛋白质、多肽等分泌物,这些分泌物将大量的阴离

子与重金属通过各种作用,形成沉淀物,降低重金

属的生物毒性[31]。
1. 3　 土壤酶

土壤酶作为土壤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催化

剂,能加速其中多种无机物质和有机物的产生。

许多研究者发现土壤芳基硫酸酯酶、脱氢酶、酸性

磷酸酶均对土壤重金属污染较敏感,是该污染重

要的指示指标[32]。 J. O. Yeboah[33] 指出土壤中过

氧化氢酶和脲酶对 Cd 等重金属敏感,脱氢酶活

性随 Cd 浓度的降低而升高,其可表征重金属对

土壤微生物的毒性。

2　 土壤污染生态毒性评价方法

2. 1　 陆生生物毒性评价方法

　 　 陆生生物毒性实验以土壤为实验介质,常采

用实验生物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土壤酶等,如
表 1 所示。

表 1　 陆生生物毒性测试方法

Table 1　 Methods of testing terrestrial biology toxicity

暴露介质 供试生物 暴露时间 / d 测试终点 毒性评价

土壤 小白菜 4 ~ 5 种子发芽、根伸长抑制 根伸长更敏感

土壤 小麦 4 种子发芽、根伸长抑制 种子萌芽更敏感

土壤 莴苣 5 出苗 指示土壤污染最敏感植物种

土壤 蚯蚓 14 存活、回避 回避行为更敏感

土壤 跳虫 2 行为、生长、繁殖 农药诱导基因水平表达效应先于个体水平
反应并能在更低浓度表现

土壤 线虫 4 生长、生育能力、繁殖 环境敏感度高,可快速指示土壤重金属污染
状况

土壤和试液混合物 土壤微生物 60 群落多样性、活性、结构 基于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与代谢组学方法
为有效方法

土壤和试液混合物 土壤酶 1 酶活性 判断污染物对生物潜在毒性

2. 1. 1　 土壤植物法

植物是土壤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在系统中

发挥重要作用,利用高等植物进行土壤毒性评价

是生态毒理学评价的重要方法之一。 玉米、莴苣、
小麦等经济作物常被用于土壤生态毒性测试,其
中莴苣被认为是指示土壤污染最敏感的物种[34]。
测试终点主要包括种子萌芽、根伸长抑制、早期植

物生长及繁殖等。 根系与土壤接触直接,可快速、
灵敏地反映土壤生态毒性,相比于种子萌芽,根伸

长是更灵敏的终点[27,34]。 植物法操作简单、成本

较低,但其生长过程中易受周围环境影响且测试

周期长,并不适合土壤污染快速诊断。
2. 1. 2　 土壤无脊椎动物法

无脊椎动物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

用,因其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易于取样且对土壤

重金属毒性反应灵敏,是土壤生态毒性评价重要

的指示生物[35]。 土壤无脊椎动物根据体积大小

可分为大型动物(如蚯蚓、蜗牛)、中型动物(跳
虫、螨类)和微型动物(原生动物、线虫) [36]。 其

中蚯蚓因其重要性而被广泛用于土壤毒性实验。
土壤无脊椎动物测试终点主要有存活率、繁

殖率、基因表达、脂肪酸代谢和寿命等。 郭佳葳

等[37]研究指出蚯蚓种类和数量随着土壤重金属

污染程度的增大而减少。 李进等[38] 研究表明土

壤镉、铅和锌含量下降,跳虫体内重金属含量也下

降,其中棘跳属 Onychiurus sp. 、等节跳属 Isotoma
的三个种可作为相应重金属污染生态评价指示

种。 土壤无脊椎动物测试方法成熟、操作简单,但
因生物个体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回避实验可能存

在假阴性结果且实验成本高,因而存在一定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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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土壤微生物法

土壤微生物在土壤能量转化、养分流动和元

素迁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9]。 一般来说,土壤

微生物法测试终点为土壤呼吸、群落多样性、群落

活性和群落结构等。 微生物经常作为重金属污染

土壤生态毒性的指示生物,比其他陆地生物对土壤

重金属浓度升高反应更敏感[40]。 S. Romdhane[41]

提出基于 16S rRNA 的评价方法能够很好评估土

壤污染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生态毒性效应。 与植

物法、动物法相比,土壤微生物法操作容易、实验

周期短,然而不同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数量不

同,对污染物的灵敏度也不同,导致很难比较不同

类型场地测试结果[42]。
2. 1. 4　 土壤酶法

土壤酶作为土壤微生物活动、植物根系分泌

以及动植物残体分解产物,是土壤生态系统中各

种生化反应催化剂,对土壤代谢过程起驱动作

用[43]。 土壤酶是土壤质量生物活性指标,其测试

终点为酶活性。 M. B. Hinojosa[44] 研究黄铁矿污

泥对土壤 C、N、P、S 循环相关酶活性的潜在毒理

学影响,发现芳基硫酸酯酶是在该实验中反映最

敏感的土壤酶,脱氢酶活性反映了土壤微生物氧

化能力,可作为其微生物存活状况的指示。 肖诗

琦[45]研究揭示不同酶对铀敏感性差异明显,其中

芳基硫酸酯酶对铀污染反应最敏感,指出该酶活

性能够灵敏反映铀对土壤的污染程度。
2. 2　 水生生物毒性评价方法

水生生物毒性实验以土壤提取液或土壤和水

的混合物为实验介质,常采用实验生物有鱼类、大
型溞、发光细菌和介形类等,如表 2 所示。

表 2　 水生生物毒性测试方法

Table 2　 Methods of testing aquatic biology toxicity

暴露介质 供试生物 暴露时间 测试终点 毒性评价

土壤提取液 斑马鱼 4 ~ 5 d 孵化、死亡率、畸形、运动能力、酶活性 毒理学实验模式生物

土壤提取液 大型溞 5 d 运动、死亡率、繁殖 公认标准实验生物

土壤提取液 发光细菌 5、15 或 30 min 发光 对重金属污染土壤毒性快速检测

土壤提取液 藻类 7 d 细胞生长、细胞畸变、光合作用等 环境污染生物标志物,监控水质污染

土壤提取液 介形类 96 h 死亡率、繁殖、生长抑制 快速指示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

2. 2. 1　 鱼类

鱼类位于水生食物链顶端,重金属污染物进

入水环境后,通过吸附、络合等一系列作用在水体

迁移转化,或被生物富集随食物链传递,从而影响

鱼类存活、生长、发育和繁殖等各种生理过程,该
物种对其生存环境的反应能够反映水生生态环境

污染状况[46]。 鱼类毒性实验测试终点为孵化、存
活、畸形、DNA 损伤、呼吸行为、酶活性变化等。
斑马鱼与人类基因有高度同源性、繁殖快速、成本

较低、易于培养,尤其是斑马鱼重金属暴露模型以

及神经发育毒性的评判指标已相当完善,因此成

为毒理学实验一种模式生物,可通过斑马鱼神经

行为以及发育情况对重金属的毒性进行系统研

究[47]。 J. Lourenço[48] 采用斑马鱼胚胎进行急性

毒性实验,评价铀矿废水重金属毒性及致畸潜力,
指出废水通过影响胚胎孵化、生长及形态发育等,
干扰鱼类早期正常发育。 汪红军等[49] 以青鳉

(Oryzias latipes)作为实验生物,研究其对不同重

金属敏感性与响应阈值,结果表明青鳉对镉、锌、
铜和汞较敏感,其呼吸作用被用来指示水体重金

属污染。
2. 2. 2　 大型溞

大型溞是水生无脊椎动物,作为水生生态系

统消费者,在食物链发挥重要作用,因其繁殖率

高、易培养、生活周期短、对水体中有害污染物质

反应敏感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急性与慢性毒性实

验中,作为标准实验生物用于毒理学和生态风险

评估[50]。 其实验测试终点为繁殖率、大型溞体内

金属积累量、运动抑制、金属硫蛋白含量和死亡

率。 其中 繁 殖 率 和 运 动 抑 制 较 其 他 指 标 更

敏感[51]。
国外对大型溞毒理学研究已十分成熟,其在生

态毒理学方面价值得到众多环保机构和组织如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
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
美国环境保护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agency,EPA)、英国标准学会(British stand-
ards institution,BSI)、法国标准化协会(association
Francaise de normalisation,AFNOR)等重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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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73 年就已制定关于大型溞毒性实验标准方

法。 H. Kim[53]研究几种不同金属对大型溞繁殖、
存活、生长和代谢的影响,通过 48 h 急性毒性实

验,评估不同重金属对大型溞毒性和半数致死浓

度 LC50,研究发现重金属暴露下大型溞体重低于

对照组、繁殖率更低、总蛋白和谷草转氨酶活性随

重金属不同而不同。 S. Loureiro[54] 利用大型溞评

价葡萄牙两座矿山重金属污染土壤毒性,研究表

明大型溞对两座矿山土壤重金属都有较高敏感

性,大型溞运动和繁殖功能均受到抑制,重金属浓

度较低土壤中大型溞体长更长、数量更多。
国内对大型溞研究也日渐成熟,我国于 1991

年制定了关于溞类 (大型溞) 急性毒性测定方

法[55],陈亮等[56]研究 U 对大型溞急性毒性效应,
结果表明随着暴露时间及 U 浓度增加,大型溞死

亡率升高,U 对大型溞存在强烈的毒害作用。 王

茜等[57]研究 Cd 暴露对大型溞摄食能力及酶活性

的影响,研究表明大型溞摄食率、总抗氧化能力

(T-AOC)等随 Cd 浓度增加而逐渐降低。
2. 2. 3　 发光细菌

发光细菌测试法因反应灵敏、测试时间短、成
本低、可自动化被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生态毒性

快速筛选[58]。 在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测试时,实验

介质为土壤提取液或悬浊液。 发光细菌明亮程度

与其代谢活性成正比,毒物可抑制其发光,因此测

试终点为发光抑制。 目前我国常用发光细菌有:
费氏弧菌(Vibrio fischeri)、明亮发光杆菌(Photo-
sbacterium phosphoreum)和青海弧菌(Vibrio qing-
haiensis),其中,费氏弧菌、明亮发光杆菌为海洋

菌,青海弧菌是国内发现的淡水菌。 国内外学者

以发光细菌为受试生物,开展相应单一和联合毒

性实验。 刘顺亮等[59] 以青海弧菌 Q67 和费氏弧

菌为受试生物,对铀矿山废水毒性效应开展研究,
结果表明青海弧菌 Q67 EC50 值最小,灵敏度最

高,可作为矿山废水毒性风险评价首选指示生物。
C. Zhang 等[60] 利用青海弧菌 Q67 对河北省南部

河流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河流沉

积物和孔隙水具有较高毒性且受多种污染物的影

响,Zn 和 Cr 是沉积物毒性主要因素,毒性评价结

果表明,非离子氨毒性最大,多环芳烃毒性最小。
2. 2. 4　 藻类

藻类是水生生态系统初级生产者,与其他高

等植物相比,繁殖迅速、培养方便。 藻类毒性实验

测试终点为光合作用、藻类生长、可溶性多糖、蛋

白质、脂类的合成及酶活性等[61],其中光合作用

是重金属胁迫下藻类最先响应生理过程之一,并
且可通过测定细胞数量来表征其生长状况。 国内

外对藻类毒性实验进行大量研究,王琳等[62] 研究

在不同重金属离子胁迫下斜生栅藻生长及叶绿素

荧光特性的反应,结果表明 Cu2+和 Zn2+对斜生栅

藻生长地抑制效果显著,其中 Cu2+抑制效果最为

明显。 K. Hund[63]利用藻类 96 h 急性毒性测试对

受多环芳烃(PAH)污染土壤毒性进行了毒性测

试,结果表明藻类对多环芳烃具有高毒敏感性,可
用来指示受污染土壤毒性。
2. 2. 5　 介形类

介形类属于小型甲壳动物,因其物种丰富、分
布广泛、敏感性高、易于采集且适合实验室培养等

一系列特点日渐成为生态毒理学评价良好实验物

种,其毒性实验测试终点为死亡率、繁殖率、生长

抑制等[64]。 该生物对重金属污染十分敏感,是环

境健康状况良好指示生物。 P. Sivalingam[65] 利用

介形类对印度哥印拜陀市五个不同湖泊沉积物重

金属污染状况进行风险评估,观察其死亡和生长

抑制情况。 结果表明,重金属浓度增加导致介形

类死亡率增加,生长受到抑制。 陈亮等[66] 通过对

湖南某铀矿研究发现,Cypridopsis vidua 和 Hetero-
cypris incongruens 两种属种丰度与水样 U 浓度呈

显著负相关,可利用其丰度的变化规律对样本中

U 浓度变化进行指示,生物丰度越大,U 含量越

低,反之亦然。

3　 土壤生态毒性评价方法选取

毒性测试方法因土壤污染类型不同、生物敏

感性存在差异等,仅利用统一的毒性测试方法难

以准确系统评价污染土壤生态毒性效应,因此需

要依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实验物种和实验方法。
地区不同,生物群落和环境条件也不同,上述

各种生态毒性评价方法可能并不适用所有地区,
因此,针对本地生态系统进行生态毒理学研究有

利于发展本地生态毒性测试方法。 虽然某一受试

标准物种分布较广,但在某些地区可能不是优势

种甚至有可能并未分布,因此要依据当地实际情

况,选择丰度较高的物种进行生态毒性实验。 P.
Greenslade[67] 发现跳虫 Folsomia candida 在澳大

利亚土壤中分布相对局限、数量稀少,为评价该国

土壤毒性,采用两种澳大利亚弹尾虫 Sinella com-
munis 和 Proisotoma minuta 进行毒理学实验,这两

种生物数量众多、繁殖迅速且容易培养,更适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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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土壤环境开展评价,结果表明这些生物均对

各种有毒物质反应敏感,比标准物种 F. candida
更合适评价其土壤生态毒性。 P. M. C. S. De Silva
等[68]研究不同热量条件下蚯蚓回避行为差异,指
出 Eisenia andrei 和 Eisenia fetida 集中分布于热

量较低温带地区,Perionyx excavatus 则主要生存

于热量较高热带地区,因此对热带地区土壤毒

性开展评估时,P. excavatus 比其他两种蚯蚓更

具优势。
选择快速、灵敏的测试终点为土壤污染生态

毒性评价一个核心要素。 除了敏感性以外,“生
物指标早期预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研究

表明,特定生物标志物可指示特定土壤污染类型,
例如金属硫蛋白,能在调节微量金属代谢中发挥

重要作用,防止重金属中毒和氧化[69],因而金属

硫蛋白作为指示土壤环境重金属污染生物标志

物,被广泛应用于毒理学实验。

4　 结　 论

1)影响土壤生态毒性因素,包括土壤 pH 值、
有机质和赋存形态等非生物因素及动植物、微生

物、土壤酶等生物因素。
2)陆生生物评价方法成熟、操作简单、成本

较低、结果准确。
3)水生生物毒性评价方法利用该生物对土

壤提取液进行滞留功能评价。 介形类作为一种新

兴环境指示生物,对环境污染敏感度高,可快速指

示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
4)每种评价方法均有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需

在考虑受试生物敏感性、土壤环境等因素基础上

提出最优方案。
土壤生态毒理学评价方法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但需进一步完善,因为其具有其他评价方法未

有的优越性,可在土壤生态毒性研究方面发挥更

加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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